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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人」是組織的核心，也是推動工作、發揮資源效益的樞紐。從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的角度而言，應思考如何去激發員工的工作潛能，使其工作能力結合個人意願，才能充份發揮人的潛能，實現組織的目標(黃英忠，民86年)。然而根據許多文獻指出，影響員工工作表現的因素很多，例如：組織結構、組織文化、領導風格、工作價值及組織承諾等等。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重點是員工個人差異（本研究包含情緒智力及情感傾向）對工作環境認知、看法及察覺，如何影響員工的工作行為表現。

Salovey and Mayer (1990)是第一個正式提出“情緒智力”概念的學者，這個概念包括三個心理的歷程(1)對自己及他人情緒的評價和表達；(2)調節自己和他人的情緒；(3)利用情緒去幫助思考。而Schutte et al.,（2001）研究提出情緒智力不但是認識和管理其他個人的情緒，而且也是一種認識管理自己情緒的能力，並指出情緒智力具有兩個特色：一個是建立關係、另一個是建立關係的品質。回顧學者們的論點，理解情緒智力在組織永續經營中扮演重要角色，和個人之間關係也非常密切；探討情緒智力，啟發了人類心智的研究，值得加以重視。

情感傾向（dispositional affectivity）也是工作態度一個顯著的預測值，也可以影響個體工作的行為，其中包含二個構面一是正向情感特徵（PA）、一是負向情感特徵(NA)(Cropanzana,James & Konovsky,1993)。正向情感是經歷正面情感狀態的傾向，而負向情感則是指經歷負向情感狀態的傾向，已有研究顯示情感與工作態度有強烈的關係（Fisher,2000）。因此情感傾向在面對工作環境察覺不正義時對預測個體行為上扮演著顯著的角色。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是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的主題，是企業及組織管理者皆非常重視的議題，因為工作投入的多寡，不只涉及組織成員的心理、行為層面，更與組織績效息息相關(Kanungo,1982)。而情緒智力與情感傾向可以當作是了解員工工作投入的構成要素，「工作投入」的議題已受到理論及實務的重視，然而其與情緒智力與情感傾向的關係並未被探究，其中甚至在組織內與個體存在交互影響作用。本研究試著綜合現存有關的文獻來探究他們對工作投入的影響，並與情緒智力與情感傾向做聯結，且藉著以不同角度的研究可以提供未來的研究者及實務在此方面新的途徑，應會對組織理論及實務有所貢獻，此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貳、文獻回顧

一、組織正義知覺相關理論

早期西方的學者對於組織正義的研究重心集中在分配的結果，到了1980年代初期，雖然一度由分配正義轉向程序正義；不過近年來，有關分配正義的研究興趣，似乎又有被學者重新重視的趨勢。尤其是探討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對個人態度、行為交互效果的研究，更是方興未艾（Brockner and Siegel,1996）。而且在最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對員工特定態度與行為，均有顯著且重要的影響（McFarlin and  Sweeney,1992）。

所謂「分配正義」，根據Adams(1963)的觀點係指員工對正義與否的認知，他是以工作投入與結果（如獎酬）之相對比較而定。而「程序正義」係指組織在做任何獎懲決策時，所依據的決策標準或方法是否符合標準明確或過程公開的正義性原則。Folger & Greenberg(1985)則認為分配正義係指員工獲得結果的公平性，而程序正義則是描述決定該結果的程序公平性。

二、情緒智力相關研究

「智力」和「情緒」是多年來心理學家關心的議題之一，亦不乏學者研究，然而將「情緒」與「智力」聯結在一起，第一個提出「情緒智力」一詞的是Salovey和Mayer(1990)。時代雜誌(Times，1995)，以EQ(Emotional Quotient，情緒商數)的字眼為封面，大肆報導而帶動流行的風潮，EQ 就這樣成了情緒智力的代名詞（江文慈，民86）。Mayer(1989)認為情緒是由社會智力的概念發展而來。Gardner 最初探討個人智力（包含人際智力和自知智力）時，談的其實是情緒，但偏重認知（即對自我心理過程的覺知），而未能涵蓋情感能力的各個面向。故Salovey和Mayer 將情緒與認知結合，提出「情緒智力」一詞。
情緒智力之所以受到重視，乃是它打破了傳統以語文及算術能力為代表的觀念。Goleman 綜合了近十年來有關人格特質與智力的研究，指出一個人是否能成功，生活經驗是否豐富，不能僅靠IQ，還得靠適度處理自己與他人的情緒才行。就如同Goleman（1995）所言，想要探討人性卻忽略情緒的重要是種可悲的短視。情緒智力的探討開啟了人類另類心智的研究（江文慈，民86；羅芝芸，民88）。
「情緒智力」是Salovey 和Mayer 於一九九０年所共同提出的理論，並將情緒智力定義為：「是一種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情緒，進而處理情緒並運用它來指引個體的思考與行動之能力。」（Salovey & Mayer,1990）。
三、情感傾向相關研究

情感傾向是潛在的性格，而性格的情感作用至人格特質的連結是重要的，因為，此連結提供了理論的基礎。最近對情感傾向相關的研究大都集中於特殊人格特徵的確認而構成情感傾向的基礎(Cropanzano et al.,1993) ，這個研究已經顯示情感反應的一般的二個構面－正面情感傾向（Positive Affectivity；PA）和負面情感傾向（Negative Affectivity ; NA）。這二個構面傳統上已經被認為是互相獨立的(Berry & Hansen, 1996)，換句話說，一個個體是有可能在二方面都是高，或二方面都低，或一方高一方低(George, 1992；Watson)。無論如何，最近的研究已經支持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在本質上是互相獨立的這個想法(Feldman Barrett; Yik, Russell, 1998)。高正面情感傾向的人，會令人感覺到其為有活力、熱情、自信、興奮、活躍以及高積極的，其對事物是完全的全力以赴；而低正面情感作用的人，看起來是沮喪、悲傷、不活潑、無精打采以及冷淡的，而根據這些作用來影響曠職和正面的感覺。對照正面情感作用的人，高負面情感傾向的人看起來則是厭惡、經常擔心、焦慮、憤怒、傾向神經質和緊張的，以及在表達感情上，看起來是心情不好的；而低負面情感作用的人，看起來是沈著的、知足的和溫和的，高負面情感作用的人則傾向以壓力、困擾及危害健康的方式來描述事物（Watson, Clark & Carey,1988）。

四、工作投入相關研究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一詞，是由Lodahl & Kejner 在1965整合早期心理學的「自我投入」（ego involvement）（Allport,1943）以及社會學的「生活興趣重心」（central life interests）（Dubin, 1958）兩者的概念後所率先提出。
工作投入就是一個人內化其工作價值，或工作價值對一個人的重要性。Dubin (1958)認為心理學的激勵理論並不能適當地解釋組織的行為，因為它不能明確的說明驅動力(drive)滿足的模式，為了要了解激勵出現的形式，必須從探討社會的規範和價值觀著手，因為這些規範和價值觀長期地影響個人的行為模式。但自1980年代起，各學者傾向從「心理學」之角度進行研究，強調組織如何導入工作投入，例如工作的意義或管理的適切性。然而，不論是以社會學為願景所做的分析抑或藉由心理學角度演繹獲致的觀點，均各具優點。

工作投入是工作態度中的一項重要指標，Mckelvey Sekarman(1997)認為工作投入在員工的生產力、個人需求與工作品質三者之間，扮演著一個連結性質的關鍵角色。在最近的研究中，雖然工作投入的理論研究或實證結果已成為學者專家用以衡量人員工作態度的一項指標（Reitz & Jewell,1979）。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歸納前述相關文獻論點，並結合研究主題，建立本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二、研究假說

依據研究架構中相關變項的相互關係，推導建立本研究各項假說，實施驗證分析。

(一)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關係的假設

對於組織正義與工作投入間的關係，是屬於個體知覺與工作態度的研究。McElroy et al(1993)對保險業務員進行研究得知，工作投入與某些特定的工作知覺與態度有關，也有學者在研究銷售人員後發現，員工的感受會直接且顯著影響工作投入的態度(Brown,1993)。Konovsky & Cropanzano(1991)也對程序正義可以影響工作態度加以舉證。同樣地,也有學者研究指出分配正義能用來預測直接與結果有關的態度變項；而程序正義則對評價組織系統、制度與管理階層的態度較具解釋力（Lind & Tyler,1988）。

　　如果從工作投入的動機理論來看，個人的工作態度如同行為一般，都會受到動機的作用與影響。從人類的動機角度去探討，應能幫助了解員工對工作的態度及信念。從Lawer & Hall(1970)引用內在動機界定工作投入的觀點得知，當個體知覺到可以透過自我努力而獲得預期的工作績效時，他就願意在工作上產生投入。另外Adams(1965)的公平理論也可視為工作投入的動機之一。所以，鄭桂芬(1994)曾對國內醫師的工作投入因素進行研究，發現醫院是否公平對待醫師的確會左右他們在工作上的投入態度；又如，在一份以製造業工廠員工為對象的研究中，Folger and Konovsky(1989)發現，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對工作行為的影響效果是不同的。他們發現：分配正義影響與結果有關的態度，例如薪酬滿意。據此，本研究推論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有關係存在，且組織正義知覺會對工作投入的態度造成一定的影響，因此建立本研究假設１。

假設１：組織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假設1-1：分配正義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假設1-2：程序正義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個體情緒智力差異、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有交互影響之假設

員工態度與行為是影響組織經營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過去工作投入在不同的領領域曾被廣泛討論。如工作壓力、工作價值、人格特質、關係品質、信任與工作投入間的關係等等，都有學者以不同的角度去加以研究。例如，黃彩霖(2003)在對醫院行政人員的研究中，證明工作壓力與工作投入有顯著的相關。然如前文所探討，情緒智力在研究或實務方面上是相對新的概念，而且情緒智力在某一特別方面對工作職場上的行為是有關聯且重要的。Mobley(1977)認為情緒智力可以預防對工作的不滿，甚至如果已經產生不滿，也可以將對組織不滿的程度降低；Abraham(2000)研究也指出，情緒智力可以預期組織成員工作滿足，及對組織承諾的變化。

依據Seligman(1990)的論點，具有情緒智力的個人，能抱持樂觀的態度，在長久以來被視為激勵和績效結果的一項關鍵決定因素。此外，樂觀主義的個體對於處理壓力的狀況傾向有較佳的社會支持，因此，當面對壓力和衝突時，具良好情緒智力的個體或許有較佳的適應。另外，Lu & Chen(1996)認為一個具情緒智力的個體，因具有高度的社會技巧將更有能力去建立無價的社會網路，這在處理壓力時能強有力的關係到抗衡行為的運用。Allen & lucero(1996)認為強大的社會支持系統會減少壓力。在陳素子(2003)的研究也指出情緒智力與合作行為呈顯著正相關，也有研究證明高度的合作行為對工作投入有相當的助益。所以依據上述理論本研究推論情緒智力與工作投入存在某種關聯，然而對於情緒智力與工作投入關係卻鮮少學者去研究，二者之間是否確實存在某些關聯，可能需要更多的實證去驗證，基於上述推論提出本研究假說2、3。

假說２：情緒智力與工作投入呈顯著正向關係。

假說2-1：個體情緒的評估與表達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假說2-2：個體情緒的調節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假說2-3：個體情緒的運用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假說３：情緒智力在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存在干擾效果。

假說3-1：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在個體具有高自我情緒評估及察覺能力下，會增強其相關程度。

假說3-2：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在個體具有高自我調節能力下，會增強其相關程度。

假說3-3：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在個體具有高情緒運用能力下，會增強其相關程度。 
(三)個體情感傾向、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交互影響之假設

一個個體在面對一個不正義事件的察覺時其行為選擇的情感傾向的決定受到他的正向和負向情感影響，例如，Marcus-newhall et al(2000)提出情感的過程會助長負面的互動和不良行為的昇高。情感反應是建立在情感傾向的基礎上，和工作態度也是相關的(Cropanzano et al,1993)，例如Fisher(2000)發現對工作場所的影響就是因為整個工作態度造成產能的不足。

所謂正向的傾向是指經歷了正向的狀態，Gable et al(2000)發現日常正向的事件和正向情感的關係是顯著的，個體具有高度正向情感作用可以用熱心的、興奮的、自信的(Berry & Hansen.1996)，具高自我效能和樂於從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來加以描述(George.1992)，且具高正向情感的個體對其人際關係是較會有滿足感。另一方面，Aspinwall和Taylor(1992)注意到一個具正向情感的個體有更好的社會支持和更能成功的應付壓力的狀況。

所謂負向的情感是指經歷了負向的狀態，負向情感和日常負面事件是顯著相關的(Gable et al.2000)，個體具有高度負向情感可以用膽怯的、害怕的和報告更多健康抱怨－與具高度正向情感比較－來加以描述(Berry & Hansen,1996)，負向情感和壓力的角色在過去的文獻中己有廣泛的檢測，在一個有關工作壓力事件的研究中(Narayanan,1991)發現在面對壓力時挫折和忿怒是最普遍的情感反應。事實上，容易有挫折感的個體較易從事破壞性的行為，這具有重要的組織上必然的邏輯推論結果(Narayanan et al.1999)，因此具高度負向情感的個體在面臨察覺不正義事件時或許有適應不良行為選擇的預先傾向。因此基於上述的理論建立本研究假說4、5：

假說4：個體情感傾向與工作投入有顯著相關。

假說4-1：個體的正向情感與工作投入有正向關係。

假說4-2：個體的負向情感與工作投入有負向關係。

假說5：情感傾向在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存在干擾效果。

假說5-1：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當員工具正向情感時，會增強其相關程度。 

假說5-2：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當員工具負向情感時，會減弱其相關程度。

 三、操作性定義及衡量方法

(一)組織正義知覺

1.操作性定義：正義知覺是指員工主觀地認知組織在分配各種資源、決定獎懲措施時，是否具有正義性。本研究參考Homans(1961) 和Bies & Moag(1986)的觀點：包括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二部分。

2.衡量：參考Moorman(1991)及Niehoff＆(1993)的量表經修訂為本研究所需問卷共計11題，分別為分配正義5題，程序正義6題。

(二)情緖智力

1.操作性定義：Salovey 和Mayer(1990)定義情緒智力為是一種體察自己與別人的情緒，進而處理情緒並運用它來指引個體的思考與行動之能力。
2.衡量：上述三個變項是以Salovey ＆ Mayer（1990）的33項情緒量表為基礎，經修訂為本研究所需問卷共計15題。
(三)情感傾向

1.操作性定義：包含二個構面即1.正向情感作用可以用熱心的、興奮的、自信的(Berry & Hansen,1996)，具高自我效能和樂於從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來加以描述(George,1992)。2.負向情感可以用膽怯的、害怕的和報告更多健康抱怨來加以描述(Berry & Hansen,1996)。

2.衡量：主要參考Agho, Mueller & Price（1992）所採用Watson, Clark & Tellegen（1988）的量表，包含正面情感作用及負面情感作用各10題共計20題。

(四)工作投入

1.操作性定義：根據Paullay et al(1994)將定義為個體有認知地對目前工作全神貫注、投入及關心的程度。

2.衡量：主要參考Kanungo(1982)的量表，經修訂為本研究所需問卷共計７題。 

四、信效度分析

對各構面題項進行Cronbach’sα信度分析，且經由item-to-total方式逐題進行檢測，結果顯示各構面之Cronbach’sα信度係數均高於0.7。另輔以線性結構方程式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經修正之各構面配適度指標GFI值均高於0.90，而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值亦介於0.68~0.92之間。因此，本研究量表經調整後已具有相當之一致性。其次，各構面衡量項目負荷量之T檢定絕對值均高於2的要求標準，顯示本量表具有相當的收斂效度。在區別效度方面，以各構面路徑模式的χ2值做逐一比較，結果顯示各建構構面間之χ2值均具有顯著差異，顯示本研究量表亦具有相當良好的區別效度。

肆、資料分析與結果
一、研究樣本結構分析

有關本研究的樣本結構分析如表4.1所示：其中問卷對象男性（231人，佔53.23%）、女性（203人，佔46.77%）；學歷部分以大學專科人數最多（328人，佔75.58%），最少為碩士（含）以上（26人，佔5.99%）；婚姻狀況為未婚者最多（193人，佔44.47%），已婚無子女者最少（62人，佔14.29%）；職務基層主管（70人，佔16.13%），行政幕僚（201人，佔46.31%），技術操作員(163人，佔37.56%)；年齡層以31至40歲居多（211人，48.62%），51歲以上人數最少（7人，佔1.61%）；另年資方面，以服務1至5年者最多（231人，佔53.23%），11年以上者最少（94人，佔21.66%）。

二、相關分析

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詳如表4.1，以整體相關係數而言，皆呈現顯著相關。此相關分析部分，僅能概括的判斷各構面間的關係，但較嚴謹且可靠的研究結論，尚須進一步以其他統計方法加以驗證。

表4.1相關係數矩陣表
	變項/構面
	1
	2
	3
	4
	5
	6
	7
	8

	1分配正義
	(0.79)
	
	
	
	
	
	
	

	2程序正義
	0.47*
	(0.92)
	
	
	
	
	
	

	3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0.29*
	0.26*
	(0.74)
	
	
	
	
	

	4情緒的調整
	0.30*
	0.25*
	0.65*
	(0.68)
	
	
	
	

	5情緒的運用
	0.28*
	0.32*
	0.75*
	0.74*
	(0.79)
	
	
	

	6正向情感
	0.28*
	0.32*
	0.55*
	0.63*
	0.67*
	(0.87)
	
	

	7負向情感
	0.11*
	-0.11*
	0.11*
	0.20*
	0.08
	0.21*
	(0.90)
	

	8工作投入
	0.09
	0.29*
	0.08
	0.18*
	0.17*
	0.27*
	-0.16*
	(0.73)

	平均數
	3.47
	3.16
	3.99
	3.79
	3.82
	3.74
	2.65
	3.24

	標準差
	0.82
	0.90
	0.63
	0.69
	0.56
	0.61
	0.81
	0.66


註：1.*p<0.05   N=434 2.( )部分為各構面之Cronbach’s α係數。

三、組織正義知覺、情緒智力及情感傾向與工作投入間的影響

由文獻資料及前節相關分析中得知本研究之變項間具有某種程度之顯著相關，為進一步瞭解組織正義知覺、情緒智力及情感傾向與工作投入間的影響關係，本節將性別、學歷、職務、年資與婚姻狀況等控制變項納入探討，以層級迴歸分析方法排除控制變項的影響，探討個體組織正義知覺、情緒智力及情感傾向是否會影響其工作投入。

將控制變項轉換成虛擬變項後，步驟一為放入控制變數，根據表4.2模型一結果發現：年資（β=0.166*，p<0.01）與工作投入呈顯著正相關，即年資越久則工作投入越高；而其他性別、學歷、職務與婚姻狀況等變數與工作投入間則無顯著相關。在步驟二同時加入分配正義、程序正義、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調整、情緒的運用、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對工作投入間的關係驗證。經由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程序正義、正向情感和負向情感等三個變項對工作投入有顯著的解釋能力，R2為0.216，分析結果詳如表4.2模型二。各變項間的影響關係及共線性問題分述如下：

（1） 從表4.2模型二中得知各變項的變異數膨脹因素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最高為3.291，說明了本研究各變項間共線性問題不高(線性重合是指迴歸方程式中，解釋變數間具有很高的線性關係。當發生線性重合問題時，最小平方估計式會膨脹，其變異數亦會變大。變異數變大意即該估計式的值的變異程度變大，可靠性低，不易驗證我們的假設。若VIF＞10，則判定有線性重合問題，否則無線性重合的問題)，因此對於迴歸分析所獲得的參數估計值是可以信賴的。

（2） 組織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由表4.2模型二中得知分配正義（β=-0.02）對工作投入的影響具負相關但未達α＝0.05顯著水準，故假設1.1並未獲得支持。而程序正義（β=0.214*，p<0.01）對工作投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當個體對組織程序正義認同度越高，則對工作會越投入，故假設1-2獲得支持。
（3） 個體情緒智力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由表4.2模型二中得知情緒的評估與表達（β=-0.1251）對工作投入具有負相關但未達α＝0.05顯著水準、情緒的調整（β=0.086）、情緒的運用（β=0.024）對工作投入則無顯著相關。故假設2-1、2-2、2-3並未獲得支持。
個體情感傾向對工作投入的影響：由表4.2模型二中得知正向情感（β=0.268*，p<0.01）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當個體具有越高的正向情感時對工作會越投入，而負向情感（β=-0.208*，p<0.01）對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即當個體具有越高的負向情感時對工作會越不投入，故假設4-1及4-2獲得支持。

表4.2工作投入層級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項
	 工 作 投入

	獨立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Step 1
	β
	t
	p
	VIF
	β
	t
	p
	VIF

	性別（1=男）
	-0.007
	-0.132 
	0.895
	1.083
	-0.12
	-0.256
	0.798
	1.092

	學歷
	-0.005
	-0.106 
	0.916
	1.111
	0.04
	0.869
	0.385
	1.143

	職務（1=主管）
	0.034
	0.684 
	0.494
	1.084
	0.028
	0.604
	0.546
	1.121

	年資
	0.166
	3.094 
	0.605
	1.197
	0.149
	2.994
	0.003
	1.323

	婚姻狀況(1=已婚)
	0.027
	0.517 
	0.002
	1.283
	0.012
	0.245
	
	1.267

	Step 2
	
	
	
	　
	
	
	
	　

	分配正義
	
	
	
	　
	-0.02
	-0.395
	0.693
	1.403

	程序正義
	
	
	
	　
	0.214
	4.036
	0.000* 
	1.502

	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0.13
	-1.874
	0.062
	2.387

	情緒調整
	
	
	
	　
	0.086
	1.246
	0.213
	2.536

	情緒運用
	
	
	
	　
	0.024
	0.307
	0.759
	3.291

	正向情感
	
	
	
	　
	0.268
	4.23
	0.000* 
	2.162

	負向情感
	
	
	
	　
	0.208
	-4.432
	0.000* 
	1.178

	　
	
	
	
	　
	
	
	
	　

	R2
	0.035
	0.216

	Adj R2
	0.024
	0.193

	△R2
	　
	0.181

	F
	3.105
	9.643*


表4.2工作投入層級迴歸分析結果（續）          （承上頁）

	依變項
	 工 作 投入

	獨立變項
	模型三
	模型四

	Step 1
	β
	t
	p
	VIF
	β
	t
	p
	VIF

	性別（1=男）
	-0.005
	-0.111 
	0.911
	1.105
	-0.01
	-0.211
	0.833
	1.095

	學歷
	-0.046
	0.976 
	0.329
	1.193
	0.047
	1.013
	0.312
	1.158

	職務（1=主管）
	0.028
	0.607 
	0.544
	1.150 
	0.029
	0.626
	0.532
	1.137

	年資
	0.154
	3.120 
	0.002
	1.327
	0.149
	3.020 
	0.003
	1.276

	婚姻狀況(1=已婚)
	0.029
	0.600 
	0.549
	1.289
	0.021
	0.434
	0.665
	1.323

	Step 2
	
	
	
	　
	
	
	
	　

	分配正義
	-0.032
	-0.627 
	0.531
	1.455
	-0.03
	-0.594
	0.553
	1.461

	程序正義
	0.228
	4.106 
	0.000* 
	1.674
	0.225
	4.232
	0.000* 
	1.535

	情緒的評估與表達
	-0.109
	-1.569 
	0.117
	2.639
	-0.13
	-1.893
	0.059
	2.421

	情緒調整
	0.077
	1.105 
	0.270 
	2.662
	0.088
	1.290 
	0.198
	2.546

	情緒運用
	0.020 
	0.250 
	0.803
	3.373
	0.024
	0.303
	0.762
	3.351

	正向情感
	0.259
	4.087 
	0.000* 
	2.192
	0.264
	4.166
	0.000* 
	2.175

	負向情感
	0.198
	-4.221 
	0.000* 
	1.192
	0.189
	-3.929
	0.000* 
	1.254

	Step 3( i )
	
	
	
	　
	
	
	
	　

	分配正義 X情緒的評估表達
	0.090 
	1.049 
	0.295 
	4.035 
	
	
	
	　

	分配正義 X 情緒的調整
	-0.067 
	-0.922 
	0.357 
	2.850 
	
	
	
	　

	分配正義 X 情緒的運用
	-0.100 
	-1.145 
	0.253 
	4.144 
	
	
	
	　

	程序正義 X 情緒的評估表達
	-0.138 
	-1.627 
	0.105 
	3.928 
	
	
	
	　

	程序正義 X 情緒的調整
	0.167 
	2.211 
	0.028* 
	3.101 
	
	
	
	　

	程序正義 X 情緒的運用
	0.088 
	0.963 
	0.336 
	4.580 
	
	
	
	　

	Step 3( ii )
	
	
	
	　
	
	
	
	　

	分配正義X正向情感
	
	
	
	　
	-0.06
	-1.161
	0.246 
	1.512

	分配正義X負向情感
	
	
	
	　
	0.056
	1.17
	0.243 
	1.252

	程序正義X正向情感
	
	
	
	　
	0.129
	2.51
	0.012* 
	1.434

	程序正義X負向情感
	
	
	
	　
	-0.01
	-0.148
	0.882 
	1.274

	R2
	0.238
	0.230 

	Adj R2
	0.204
	0.201

	△R2
	0.023
	0.015

	F
	7.182*
	7.804*


註：*P<0.05

四、情緒智力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變項間的干擾效果

層級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模型三中之主效果（分配正義、程序正義、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調整、情緒的運用）及交互作用項皆產生變異數膨脹因子（VIF）遠超過10（VIF值介於38.013.669至297.992間），即有嚴重的多元共線性問題存在。所以，本研究捨原始觀測值而採用置中觀測值（即原始觀測值減去平均數），來作為模型三迴歸函數的計算依據（迴歸分析，劉應興編譯，1997）。從由表4.2模型三之分析中可看出VIF值已顯著降為2.850至4.580之間，減輕多元共線性的潛在問題。

從表4.2模型三可清楚看出，主效果部分之分配正義（β=-0.032）與工作投入未達顯著水準，且交互作用項(分配正義x情緒的評估與表達、分配正義x情緒的調整、分配正義x情緒的運用)亦未達α＝0.05的顯著水準，所以情緒的評估與表達、情緒的調整、情緒的運用對於分配正義與工作投入間不具顯著干擾效果。而主效果中程序正義（β=0.228*，p<0.01）對工作投入呈顯著正相關，而交互作用項中(程序正義x情緒的調整)達α＝0.05的顯著水準，顯示情緒的調整對於程序正義與工作投入具顯著干擾效果，此實證分析結果支持本研究說3-2。然而交互作用項(程序正義x情緒的評估與表達、程序正義x情緒的運用)則未達α＝0.05的顯著水準，因此實證結果假說3-1、3-3並未獲得支持。

五、情感傾向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變項間的干擾效果

本節主要在驗證情感傾向對分配正義及程序正義及工作投入變項間的干擾效果，層級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4.2模型四所示：

從表4.2模型四可清楚看出，主效果部分之分配正義（β=-0.031）與工作投入未達顯著水準，且交互作用項(分配正義x正向情感、分配正義x負向情感)亦未達α＝0.05的顯著水準，所以正、負向情感對於分配正義與工作投入間不具顯著干擾效果。而主效果中程序正義（β=0.225*，p<0.01）對工作投入呈顯著正相關，而交互作用項中(程序正義x正向情感)亦達α＝0.05的顯著水準，顯示正向情感對於程序正義與工作投入具顯著干擾效果，此實證分析結果支持本研究說5-1。然而交互作用項(程序正義x負向情感)則未達α＝0.05的顯著水準，因此實證結果假說5-2並未獲得支持。

根據上述層級迴歸分析結果，以下就情緒的調整能力、正向情感對程序正義及工作投入等變項具顯著影響部分，分別以圖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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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情緒的調整能力對工作投入的影響   圖4-2正向情感對工作投入的影響

從圖4-1、圖4-2中可發現，當個體具有高情緒調整能力和高正向情感時在面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的關聯中，其增強效果明顯高於低情緒調整能力和低正向情感的個體。亦即如假說1-2的實證當個體對組織程序正義知覺愈強，對工作會愈投入，而在個體情緒調整能力和正向情感愈高下其關係會愈增強。

伍、結論與管理意涵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針對組織正義知覺、個體情緒智力及個體情感傾向等因素，探討這些因素對於工作投入上的關聯性；並進一步探討個體情緒智力及個體情感傾向是否會在組織正義知覺及工作投入的關聯性中發揮干擾作用。有關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如表5-1所示，主要研究結論與發現分述如后：

表5-1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

	研           究           假           設
	驗證結果

	假設1-1
	個體分配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關係。
	不成立

	假設1-2
	個體程序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關係。
	成立

	假設2-1
	個體情緒的評估與表達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不成立

	假設2-2
	個體情緒的調整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不成立

	假設2-3
	個體情緒的運用能力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
	不成立

	假設3-1
	個體情緒的評估與表達能力對於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關係具有干擾的作用。
	不成立

	假設3-2
	個體情緒的調整能力對於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關係具有干擾的作用。
	成立

	假設3-3
	個體情緒的運用能力對於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關係具有干擾的作用。
	不成立

	假設4-1
	個體的正向情感與工作投入有正向關係。
	成立

	假設4-2
	個體的負向情感與工作投入有負向關係。
	成立

	假設5-1
	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當員工具正向情感時，會增強其相關程度。
	成立

	假設5-2
	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之間呈現正相關，當員工具負向情感時，會減弱其相關程度。
	不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組織正義知覺、個體情緒智力及個體情感傾向對工作投入的影響關係

    根據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程序正義、正向情感與工作投入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負向情感與工作投入間為顯著的負向相關，而情緒智力對工作投入則無顯著的相關。對此結果，本研究的歸納如下:

1.組織正義知覺不同的構面對工作投入的影響有顯著的差異，從本研究的實證發現，員工的程序正義知覺能明顯地影響工作投入，而分配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則無顯著的關係。換言之，員工對組織在公平程度上主觀的認定，對工作投入會發生一定的效用。

2.情緒智力在不同的構面對工作投入雖有不同的影響程度，但都未達到顯著的水準。本研究推論此結果是因為情緒智力是屬於外顯的行為表現，且是屬於關係性質，換言之它是強調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與關係品質的維持，而員工對工作投入的表現則是內顯且主觀的，所以二者之間並無直接明顯的關係。

3.情感傾向在不同的二個構面對工作投入有二極的影響，正向情感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而負向情感為顯著的負向關係。這個結果符合了高正面情感傾向的人是有活力、熱情、自信、興奮、活躍以及高積極的，其對事物是完全的全力以赴；而高負面情感作用的人則傾向以壓力、困擾及危害健康的方式來面對工作的態度論點。（Watson, Clark & Carey,1988；Cropanzano et al.,1993）。

(二)個體情緖智力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間的干擾效果

    關於情緖智力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的影響，經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僅情緒的調整具顯著的正向干擾效果。由上述假設2-1、2-2、2-3中顯示雖然情緒智力的各個構面對工作投入並沒有直接且顯著的關係，但個體的高自我情緒調整能力卻可以在正義知覺和工作投入間扮演正增強的效果，這個結果正呼應了前文所指出的，個體自我調整能力在個體知覺和行為選擇反應間扮演了最強烈的連結的推論。

(三)情感傾向對組織正義知覺與工作投入間的干擾效果

由實證結果驗證個體的正向情感在組織正義知覺和工作投入間具有正增強的干擾效果，此結果正如Gable et al(2000)所指出的正向的事件和正向情感的關係是顯著的。而負向情感在組織正義知覺和工作投入間不具干擾作用，此意味著若組織或管理者能稟持過程公正的分配原則，即使少數員工本身的人格屬性是傾向悲觀的負向情感，也不致影響其對原有工作投入的態度。

二、管理意涵

人是組織中最可貴的資產，所以在「組織行為」的這門社會學領域中，不斷的有學者從心理學、社學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的不同領域中來研究個體、團體及組織結構，並從中去探索他們對組織成員行為所產生的影響。且透過各項的實證分析來找出「應然」和「實然」的理論和異同，提供組織及管理者更明瞭所面臨的挑戰與機會，也讓組織和管理者更加明白員工多樣化的價值，進而使處於現代多變情境下的管理者了解如何因應各種接踵而至的變革，以及刺激創新，不僅有助於提高品質及生產力，也為管理者在創造一個無道德困境之工作環境時的有效指引。

在本文表4.1各變項間的相關分析中分配正義和程序正義構面的平均分數均高於中點3分，顯示其對組織的分配及程序公平都有一致的肯定，但在與工作投入關的實證研究中，程序正義對工作投入相較於分配正義有顯著的相關，此結果在過去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尚屬少見。在傳統的公平理論雖也考慮了程序的公正，但強調的是分配的公正，也就是員工覺得分配所得酬償的量及方式是否公平。而本研究實證顯示，過程的公平性顯然較分配的公平，更能影響員工的工作投入程度。換句話說，過程的公平性可能影響到員工對組織的向心力、對主管的信任度、進而甚至會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投入意願(Dailey＆Kirk,1992)。所以組織管理者應讓員工瞭解組織在分配時的考量及決策的制定過程，稟持公平的分配原則，讓員工相信整個過程不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改變，等到員工越來越覺得過程很公平時，就算對薪水、升遷、及其他的給付有所不滿，也不會反應在工作的投入上。

情緒能力的培養和運用在最近的組織行為領域中不斷的被強調，且一直深化在組織中，而其在本研究的實證中對工作投入無直接顯著的影響，此結果是值得深入探討。其原因之一固如前節中所提是屬外顯關係性質外，本研究推論其另一重要原因正如Amanda J. Quebbeman & Elizabeth J. Rozell(2002)所發展的模型中，需透過個體對事件察覺後的情感結果進而來影響其行為的結果，此觀點與本研究實證中個體情感傾向對工作投入具顯著影響關係的結果，似乎是不謀而合。另一方面從假說3-2獲得支持而言，又證明了情緖智力在部分(情緒的調整能力)是可增強員工正義知覺對工作投入的正面影響。換句話說，員工情緒能力的培養和情感屬性，對組織而言仍是重要的課題。一些研究支持情緒是可以經由訓諫和學習來獲得，而情感傾向雖屬潛在的性格，情感傾向的出現其來有自不易改變，但仍有其關鍵環境構成要素存在，所以組織可以利用屬性訓練來改變對自己能力缺乏自信的員工的不良適應屬性型態，藉著改變其悲觀屬性變成樂觀的，進而提昇員工的效能。另一方面組織也可以利用甄選步驟來篩選招募和僱用具有情緒智能力和正向情感的員工，尤其對管理者的位置申請人需非常小心考慮選擇。另對情緒能力較低的員工，應以深入基礎的訓練導引個體在最有效率的情況下獲得情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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